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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孔子立镜（孔子屏风）”再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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墎墩海昏侯墓出土有漆木立镜一座，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及传记，社会上曾称之为“孔子屏风”。但王仁湘先生考察实物后认定此“屏风”实为立镜，故本文统一称此件文物为“孔子立镜”。

拙作《海昏侯墓孔子屏风浅释》一文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此件文物的广泛关注，之后陆续见到了曹景年、王仁湘、邵鸿先生的讨论文章
，拜读之后，获益良多。

2016年3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公布了两张“孔子立镜”的清晰图片
，其中一张图片显示有未曾见诸报道的关于孔子弟子子张的文字，另一张则显示有更为清晰的关于孔子的文字，这丰富了我们对“孔子立镜”的认识。故笔者不揣谫陋，妄提拙见，希望再次引起学界的批评讨论。

一、《子张篇》释读
此次《中国国家地理》新公布的第一张“孔子立镜”的图片以子张为主，笔者故暂妄称之为《子张篇》。《子张篇》图片清晰，篇幅完整，文字有限，文字共四纵列，尚能识别一百一十余字，主要介绍了孔子弟子子张的言行事迹，现释读如下：

第一列：

□子□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

第二列：

……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子……
第三列：

……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第四列：

……能。我之大賢與，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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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亦见于今本《史记》与《论语》之中，补阙之后全文较为完整，约一百五十余字，依据内容可以分为三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介绍了子张的个人情况，补阙后如右：孔子弟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关于子张的部分与此段文字大体相同，但文前没有“□子□子曰”一句。此句第一个“□”字可以看到左半部分的部首“子”，故依据文义与行文的逻辑关系暂定之为“孔子弟子曰”。另外，此段文字中关于子张的岁数亦与《史记》不合，《史记》作：“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无论 “孔子立镜”上本段的数字是作“十”还是作“廿”，则都与《史记》的记载有所出入。虽不能肯定“孔子立镜”的记载为是，但亦不能妄断为誊写错误。

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子张生年的问题，如清代梁玉绳就对《史记》中“（子张）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一句提出过疑问：“孔子厄陈、蔡年六十三，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则是时子张才十五岁，恐未必从行也。又《滹南集辨惑》曰：‘子张问行，孔子语以忠信笃敬，此平居所讲明，《史》谓因陈、蔡之困而废，何所据耶？’”
但如果子张比孔子小二十八或一十八岁，则孔子六十三岁时子张已三十五或四十五岁，就可以从行了。

鉴于“孔子立镜”在数字上曾见誊写错误（如将“鲁昭公二十年”错写为“鲁昭公六年”），“（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一句又仅是孤证，笔者也不敢妄断。但《子张篇》篇幅完整，只记载了“少孔子十（廿？）八歲”一个时间点，故推导子张的生年就不能单从《子张篇》入手，还需要更多材料的公布，尤其是子夏材料。

子夏生年是子张生年的重要参考，《论语》中明确记载的与子张发生直接联系的孔子弟子就是子夏。子夏与子张年龄应相差不多，故而子夏的门人能够向他询问交友之道。也正因为年龄相近，所以子贡才会将两人作对比，向孔子发问“师与商也孰贤？”关于两人的生年，今本《史记》作：“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只相差四岁。所以，只要知道了子夏的生年，就能够确知子张的生年是否有误。

第二段文字亦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补阙后如右：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本段文字亦见于《论语·为政》。但今本《论语》作“子张学干禄”，与《史记》记载不同；但后文中《论语》和《史记》都作“子曰：‘多闻阙疑……’”而非“孔子曰”。结合第一段文字“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并参考之前公布的有关孔子生平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文章结构还是行文用字上，“孔子立镜”上的文字都与《史记》极其相同，故笔者对此发论，详见后述。

第三段文字，不仅提到了子张，还提及子夏，补阙后如右：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为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拒）我，若之何其距（拒）人也？”

第三段文字不见于《仲尼弟子列传》，应取自《论语·子张》。但此段文字与今本《论语》有所不同，笔者对此亦有发论，详见后述。

二、“孔子立镜”与《史记》的关系

此次《中国国家地理》新公布的另一张“孔子立镜”的图片上，有更为清晰的关于孔子的文字，笔者结合旧有图片，并联系诸先生的考释文章，现释读考证如下：

第一列：

……人也，曰房（防）叔。房（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顏氏……
（《孔子世家》：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第二列：

……故名丘云，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孔子為皃（兒）僖……
（《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第三列：

……皆聞（稱？）其賢也。魯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孔子……
（《孔子世家》：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

第四列：
……□久，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孔子弟子顏回、子赣（贡）……
（《孔子世家》：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第五列：
……□之間。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時，周室微，□（王？）道壞……
（《孔子世家》：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第六列：
……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如？）……
（《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第七列：

……二□（公？）事是非……

第八列（左侧板第一列）：

……

第九列（左侧板第二列）：

……鲁哀公……

第十列（左侧板第三列）：

……十餘世，至于今不絕，學……
（《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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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的大部分内容与今本《史记》相同。第一列至第五列似出自《孔子世家》；第六列明确出自《公羊传》；第五列后半段、第六列前半段与第七列虽能成句，但未见于现有古籍，不能确知来源；第八列、第九列缺失过多，未能详述；第十列虽有阙文，但极似《孔子世家》正文之后的《孔子世家赞》。

就有关孔子的文字，并结合《子张篇》的内容，不难发现“孔子立镜”上的文字与《孔子世家》虽有不同但极其相似，两者肯定有着重要的联系。《史记》成书之后并未流传于世，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在宫廷秘府与司马迁家属处各存一份，秘不示人，直到“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杨恽在地节四年（前66年）因告发霍氏谋反有功而封平通侯，海昏侯刘贺则薨于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从时间上讲刘贺活到了《史记》宣布于世，但笔者认为海昏侯刘贺在宣帝时代是难以见到《史记》的。

西汉朝廷严格控制诸侯王拥有《史记》。成帝时，东平王向朝廷求取《太史公书》（《史记》），朝廷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
，遂不予。成帝时诸侯王尚需向朝廷求取《史记》，可见《史记》在当时传抄有限，杨恽的“宣布”很可能只是将《史记》的名号公之于世，而非《史记》全书的广泛流传。海昏侯刘贺作为废帝，言行都受到朝廷严格监控，是不可能从朝廷处得到《史记》的。既然《史记》的副本在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手中，那刘贺能不能从杨家得到《史记》呢？笔者认为绝无这样的可能。杨恽的父亲、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废黜刘贺皇位时带头上书的丞相
，是刘贺的政敌。且“敞素谨畏事”，如得到霍光要废黜刘贺的消息时“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杨敞性格懦弱畏事，不会把《史记》交给作为政敌的刘贺，杨恽于宣帝时代才宣布《史记》，彼时刘贺已是废帝，受朝廷监控，故而刘贺不可能在宣帝时代见到《史记》，亦不可能从杨家得到《史记》。

但刘贺也是有略可能看到过《史记》的。杨恽宣布《史记》之前，“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史书虽未明确记载司马迁的卒年，但应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时代。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多为“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造，这一时期正是昭帝时代，刘贺是略有可能在昭帝时代看到稍出于世的《史记》的。若“孔子立镜”也造于这一时期，那其上的文字就略有可能源于《孔子世家》。

但即便“孔子立镜”上的文字不是源于《孔子世家》，也不能否定其与《史记》的重要关系，“孔子立镜”与《孔子世家》很可能拥有共同的母本。司马迁在论述《史记》编纂成书情况时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可见《史记》中有不少先代古书的内容。汉朝政府搜集到的巨量古书都要交付太史公（令），“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一定大量参考了这些古书，故而他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如果《孔子世家》是将古书中关于孔子的内容“整齐其世传”的话，那“孔子立镜”上的文字就可能源自《孔子世家》所参考的佚失古书，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孔子立镜”与《孔子世家》极其相似但亦有不同。

综上所述，“孔子立镜”与《史记》肯定有着重大联系，即便“孔子立镜”上的部分文字不是源自《孔子世家》，也应当与《孔子世家》来源于共同的文本。

三、“孔子立镜”与《论语》的关系

本次《中国国家地理》公布的“孔子立镜”图片中与《论语》有关的文字共有两段，都出自《子张篇》，现录之如下：

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子张篇》的文字与传世本《论语》有三处差异，“子張問干禄”今本作“子张学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另，汉时“距”、“拒”相通，如“距关，毋内诸侯”
，故暂不将“不可者距（拒）之”列为差异。

在今本《仲尼弟子列传》中亦有“子张问干禄”一句，鉴于“孔子立镜”与《史记》的重要联系，故“子張問干禄”一句可能取自《仲尼弟子列传》或源于共同文本；“孔子曰”与“子曰”相类，考虑到“孔子立镜”的作者若为保证对话中人物身份的准确与行文的严谨，是有可能将“子曰”写为“孔子曰”的；但“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段不见于《史记》，应取自《论语》，故笔者从此句入手，试图探求出“孔子立镜”所用《论语》的版本。

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各版本在两汉的流传与研究情况在魏吏部尚书何晏的《论语集解序》中已有详述，现录之如下：

“叙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琊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萧、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

由此可知，《古论》虽出自孔子旧宅，但其与《鲁论》只是《子张》篇的编次不同，内容上差异很小，故而在西汉时期《论语》的版本实际上分为《鲁论》与《齐论》两大系统。成帝以后，因本于《鲁论》的《张侯论》大盛于世，《齐论》遂逐渐湮没。《齐论》佚失于汉末魏晋时期，“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
。

《论语集解序》提及《鲁论》与《齐论》有明显的差异，其要义有三：

1.“（《齐论》）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

2.“《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

3.《齐论》与《鲁论》篇次或不同（“（《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为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中山怀王刘脩薨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故此本《论语》应作于五凤三年（前55年）之前，距刘贺时代较近，亦在《张侯论》成书之前，故极具参考价值。

虽然“定州汉简中和《论语》一起出土的还有萧望之的奏议”，且“萧望之再当时是皇太子的老师，是教授《鲁论》的大师”
，但史籍没有记载萧望之与中山怀王刘脩或中山国有任何联系，且萧望之任太子太傅是在五凤二年（前56年）
，近于中山怀王的卒年，故不能认为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就是《鲁论》。

李学勤先生通过考辨《论语》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并结合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与今本《论语》的分章差异后，推论认为：“（定州汉墓出土《论语》）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但亦想就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进行一些补充。

传授《齐论》的大师以王吉最为著名，王吉所言《论语》当是《齐论》，在有关王吉的史料中，所引《论语》有二则，现录之如下：

“高宗谅暗，三年不言。”

（今本《论语·宪问》作：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今本《论语·阳货》作：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不言”一句取自王吉的奏本，前文为“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已有“何言哉”，故此处将“天何言哉”化用为“天不言”。“高宗谅暗”一句虽亦见于今本《礼记》（《小戴礼记》）之中，但《小戴礼记》的作者戴胜活跃于宣帝时代及之后
，时代上较王吉同时或稍晚，且《小戴礼记》在两汉时只是众多解释《仪礼》的传记之一，地位并不显赫，直到汉末郑玄为之作注后才上升为“经”，故王吉所言“高宗谅暗”一句出自《齐论》的可能性更大。王吉所言“高宗谅暗”与今本《论语》“高宗谅阴”有明显不同。在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中，此句作：

……曰：“《書》云：‘□□□音，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三……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此句作“音（暗）”字，与《汉书·王吉传》“高宗谅暗”相同，故能证明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很有可能是《齐论》。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中亦有此次《中国国家地理》公布的《子张篇》图片上的两则《论语》章句，现录之如下：

……禄。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殆，慎行其餘，則□□□□尤，行寡悔，禄在其中……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

现将今本《论语》、“子张篇”《论语》、定州本《论语》三者对比如下：

	
	今本《论语》
	“子张篇”中的《论语》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

	“子張學（問）干禄”章句
	子張學干禄，子曰：“多聞闕疑……
	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
	……禄。子曰：多聞闕疑……

	“子夏云（曰）何”章句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的“子张问（学）干禄”一段虽缺损较多，但存余部分与今本《论语》没有差别，后文作“子曰”，而非“孔子屏风”上的“孔子曰”。但考虑到“孔子屏风”的作者若为保证对话中人物身份的准确与行文的严谨，是有可能将“子曰”写为“孔子曰”的。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中“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句之后明确为“子夏曰何”，而非今本《论语》的“子夏云何”，这与《子张篇》的“子夏曰何”一句完全相同。鉴于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很可能是《齐论》，那么“孔子立镜”上的文字是有可能源自《齐论》的。

那么，刘贺是否有看到《齐论语》的可能？“孔子立镜”上的文字是否有源于《齐论语》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些可能性不仅有，而且极大，因为传授《齐论语》的宗师王吉正是刘贺嗣位昌邑王时的昌邑中尉：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惟王阳（王吉字子阳）名家”
。

王吉与刘贺关系密切。他以“贤良文学”的身份被任命为昌邑中尉，“王吉字子阳……少好学明经……举贤良为昌邑中尉”；他也曾数次劝谏刘贺，“（刘贺）放从（纵）自若，吉辄谏争”；他担任昌邑中尉的时间长久，并且经历了刘贺从进京嗣位到被废的全过程，“久之，昭帝崩……迎昌邑王……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
。

《汉书》中所载的传授《齐论语》的宗师有王吉、贡禹、庸生等数位大儒，但惟有王吉的事迹最清、时代最早、影响最广、名声最大，也只有王吉与刘贺有着长久、稳定的联系，他有充足的时间与足够的地位将《齐论语》传授给刘贺，“孔子立镜”若亦造于“昌邑九年”或“昌邑十一年”时期，则其上的《论语》内容极有可能来自王吉所传《齐论语》。

综上所述，通过考辨“孔子立镜”业已公布的语句并结合《汉书》等史籍记载后，笔者认为：“孔子立镜”上的部分文字应当来源于《论语》，并且有极大可能源自于失传了一千八百年的《齐论语》。

四、“孔子立镜”的属性与功用

自“孔子立镜”公布以来，学界对其“屏风”的属性少有怀疑，但王仁湘先生考察实物后，详举了种种事实，在博文《围观海昏侯墓－37，非是屏风疑为立镜》中认为：“这一组复合构建并不是屏风，而应当是铜镜” 
。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但亦想就王仁湘先生的观点进行一些补充。

王仁湘先生在《围观海昏侯墓－37，非是屏风疑为立镜》一文中将“孔子立镜”分为“镜架”、“镜面”、“镜背”、“镜掩”四个部分，现录之如下：

镜架：“镜架主体为方框形，以稍厚实的方木合围，中间嵌置镜面和镜背”；

镜面：“镜面方形，以铜铸磨成型。镜面硕大，高约80－90厘米，宽约50厘米上下”；

镜背：“镜背为漆木质，绘有孔子及弟子画像，书写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迹”；

镜掩：“此镜较大，兴许有遮盖的设计，如门户一般，可开可合，暂名之曰‘镜掩’，掩而盖之”。

作为立镜主体部分的镜面规格为“高约80－90厘米，宽约50厘米上下”，为嵌入镜面，镜背的规格应相等或稍大于镜面，所以镜背的规格应高90厘米上下，宽50厘米以上。镜掩的作用既为掩盖镜面，所以规格应与镜面类似，即亦“高约80－90厘米，宽约50厘米上下”。镜架的作用在于嵌置镜面和镜背，也应当具有一定高度。故而全镜展开之后，高度应在80厘米以上，宽度应在100厘米以上。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出土的矩形铜镜与此镜相类，齐王镜规格为“长115.1、宽57.7、厚1.2厘米，重56.5公斤”
。此类立镜规格较大，应不单做为立镜的使用，或亦具备屏风的功用。

汉代将屏风分为两种，朝会所用的大型屏风称为“扆（依）”，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扆，猗也，在后所依倚也”
。“扆”是礼仪用器，形制较大，“天子当依而立者，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
，至今只有广东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发掘的一座漆木大屏风较为符合文献记载中“扆”的形制：“（南越王墓屏风）底座至顶部横枋高1.80米，正面横宽3米，等分三间，每间宽1米，左右两次间是固定的屏壁，正中的明间为屏门”
。“孔子立镜”规格较小，当不具备“扆”的功用。

另一种小型的实用屏风即称为“屏风”，《释名》言：“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
。“屏风”供人坐卧时遮挡邪风，亦见于史载，如《汉书·陈万年传》载：“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
。汉时席地而坐，此“屏风”置于“床”旁，陈咸昏睡时头方能触及，可见形制较小。这种小型实用屏风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汉墓中各出土有一件，一号墓中出土屏风“通高62，屏板长72，宽58，厚2.5（厘米）”
，三号墓中出土屏风“屏高60.5、宽90.5、厚1.5厘米。座高10、长18.8厘米。简二七四‘木五菜（彩）畫屏（屏）風，長五尺，高三尺一’当即指此”
。“孔子立镜”与马王堆屏风规格较为类似，“孔子立镜”虽实为立镜，可能具有此类屏风的功用。马王堆屏风“制作比较粗糙,可能是明器”
，“孔子立镜”制作精美，应为实用器，能与之进行类比的只有时代稍晚的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绘人物故事漆屏。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出土时虽然损毁较为严重，但“较为完整的有五块”， “每块长约0.8米，宽约0.2米，厚约0.25米……板面遍红漆（近朱红色）。题记及榜题处再涂黄色，上面墨书黑字……木板两面均有画，出土时向上一面保存较好，色彩鲜明……漆画分为上下四层，每层高19—20厘米。每幅有文字题记和榜题，说明内容和人物身份”，所绘人物为“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周太姜”、“汉成帝”、“班婕妤”等历史人物
。另外，漆屏附近还出土有“漆画边框五块，木档三件。宽7、厚5厘米，长15—85.2厘米不等。边框上画有青龙、白虎、朱雀、鹿形兽、小鸟、行云、穿短裙的童子等，其间盘绕忍冬花纹”，亦绘有“晋公子重耳”、“蔡人妻”等人物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经修复拼合之后，能够反映出汉魏屏风的形制。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每块长约0.8米，宽约0.2米”，五块拼合之后，则漆屏整体应高80厘米以上，宽100厘米以上，这与“孔子立镜”全镜展开后高90厘米以上，宽100厘米以上的规格相近。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上的彩绘人物故事取材于刘向所著《列女传》、《史记》等汉代文献，描绘了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的故事，其意在以历史人物与故事喻世教民。“孔子立镜”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并写有介绍性的文字，内容上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类似，目的亦当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相同。参考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应能大体揣测出“孔子立镜”的形制样式、人像排布与图案纹饰：“孔子立镜”应亦是朱漆木板上面墨书黑字，诸多人物分为数层排布，周围边框很可能也绘有青龙、白虎、行云等神兽祥瑞。

当然，此件文物最基本的功能还是作为立镜使用。但不同于一般镜子的是其“镜背”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与传记，笔者认为，此立镜最重要的功用是供刘贺“图史自镜” 
之用。

“图史自镜”意为：把别人形象、故事当做镜子，与自己进行对照，以便借鉴经验或教训，取长补短。古人很早就将铜镜的“借鉴”功用类推到了人与事的“借鉴”之能，《尚书》就有“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诗经》中更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郑玄既将“鉴”明确解释为“明镜”，并点名“借鉴”的深意：“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近在夏后之世,谓汤诛桀也，后武王诛纣。今之王者,何以不用为戒”
。

“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圣贤，是儒士修身时最好的“借鉴”。据现已公布的资料显示，“孔子立镜”的“镜背”上不仅写有孔子的生平传记，还有“子张问干禄”（为官之道）、“子夏之门人问交”（交友之道）等关乎修身齐家的内容。考虑到刘贺的师傅与属官王式、王吉等人皆是一世硕儒，故其立镜上出现孔子及其弟子就绝非偶然，当为“图史自镜”之用。

 “孔子立镜”的“镜面”部分为大型铜板，能够“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
；“镜背”部分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与传记，即“左右图史”
。做镜者希望刘贺在照镜子的时候能够“图史自镜”，于“镜面”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于“镜背”上看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将自己的言行与孔子及其弟子进行对比，参照着圣迹贤语“三省吾身”，从而“见贤思齐”。

唐太宗曾盛赞“借鉴”的重要作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孔子立镜”的“镜面”为铜，可以“正衣冠”；“镜背”上写有圣迹贤语，能够“知兴替”；通过“图史自镜”的借鉴功能，从而“明得失”。因此笔者认为，“图史自镜”的借鉴功能当为“孔子立镜”最重要的功用。

五、结语

汉代漆木器的制作较为困难，“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孔子立镜”作为形制与屏风相类的立镜，制作过程应当更加困难，益当更加贵重，再加上绘有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并写有大量文字，配有“图史自镜”的深刻含义，因而价值更高。

与“孔子立镜”类似的“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因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定为一级文物，且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相比，“孔子立镜”作为更为罕见的大型立镜，年代更早、所绘人物更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并且由于“孔子立镜”关系到《史记》的成书过程与流传情况，牵连到《论语》、尤其是失传的《齐论语》，故而价值更大。

海昏侯墓中出土有简本《论语》。首都博物馆在《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的展示板《竹简、木牍》中说：“海昏侯墓……简牍的内容主要包括……《论语》。”（如下图，图片为笔者自摄于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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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因《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故是最为可信的研究孔子与儒家早期发展的资料。即便在晚清疑古思潮兴起，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受到普遍怀疑之时，《论语》对孔子言行记载的准确性、可信性与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也未被质疑。

关于《论语》的创作缘由与成书过程，先代已有论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然则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采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也”
，到了汉代，才有《齐论语》与《鲁论语》的区分
。

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中山怀王刘脩薨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海昏侯刘贺薨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 海昏侯刘贺的卒年较中山怀王刘脩早四年，故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简本《论语》当为至今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并且，鉴于传授《齐论语》的宗师王吉与刘贺的重要联系，笔者大胆推论：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或是《齐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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